
们就把英语变量去除之后重新进行了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又显著了，教育程度和

英语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

一个比较奇怪的结论是，对亚裔男性模型来说，性别比应该是正向影响，如

果在自己族内找不到匹配的女性结婚的话，应该更多转向族外。但是为什么在这

样一个婚姻市场中，我们的理论推测失效了呢？后来我们进一步做了分析，发现

原来很多亚裔男性更多会选择回原国、回原籍地，找自己婚配的女士带到美国

去。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大概有２８％的人，他们的妻子在结婚当年，或者结婚之

后才到美国，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去考察了一下亚裔女性的因素，还是负的，这

确实对她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是女性，出现了找不到相匹配的男性，因为女性

多、男性少，她们是从美国当地婚姻市场找匹配的对象，更多的是族外婚，但是

对男性来说有其他的策略，比如从国内搬运。

如果我们用数据分析，可以看到通婚的比例在提升，同一个现象可能有不同

的机制。一个是人口本身的机制，因为人口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人口结构发生

的变化造成通婚率的变化。另一个可能是人口通婚偏好的变化，即社会融合的影

响。我们需要去分析具体产生作用的机制。

跨国 “圣战”分子与中东政治变迁

田文林


　　中东地区的情况比较特殊。世界对中东地区的关注，首先不是它的经济发

展，而是安全形势。在中东最突出的跨国人口流动不是难民问题或移民问题，而

是跨国 “圣战”分子问题。前几年 “伊斯兰国”最活跃的时期，来自全球各地

的 “圣战”分子纷至沓来。仅仅在叙利亚，就有来自世界８０多个国家的３万多

名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

伊斯兰国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欧发达国家。在此之前，１９７９年阿富汗战

争爆发后，同样是全球各地的 “圣战”分子赶赴阿富汗，参加反抗苏联的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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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穆斯林跨国 “圣战”，已经成为中东政治中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

一　产生原因

中东地区的跨国 “圣战”问题为何如此显著？

首先是宗教—历史原因。公元７世纪，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

教之前，阿拉伯半岛四分五裂，部族仇杀不断。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后，建

立了基于共同信仰的 “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该组织的口号就是 “穆斯林皆

兄弟”，其超越了部族、血缘等传统的狭隘界限，因此焕发出巨大生命力。正是

凭借这种独特的政教合一模式，穆罕默德和随后的 “四大哈里发”在短期内统

一了阿拉伯半岛，并最终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这一辉煌历史

令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群众记忆犹新，缅怀不已。在他们看来，强化信仰、团结

穆斯林民众是应对一切挑战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历史上，阿拉伯世界每逢遇到

重大外部挑战，总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从宗教中寻求自我救赎的

办法。

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的殖民侵略和 “委任统治”下，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被分化肢解，变成了类似于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该体系是欧洲殖民者人为制

造的结果，没有考虑中东各地的自然历史情况，因此很多穆斯林不接受这个外部

强加的地区体系。许多穆斯林更是从宗教角度否定现行体系，他们认为 “主权

至上”的观念有违伊斯兰教倡导的 “真主至上”的观念。另外，地缘碎片化也

让中东国家无力抵抗欧洲或其他外部列强的欺凌。这些人一直有个情结，希望伊

斯兰世界在宗教大旗下再次团结起来，乃至重新建立 “穆斯林共同体”。

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设法使阿拉伯民族或者广大穆斯林重新

团结起来的想法始终没有泯灭过。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风靡中

东，该运动强调 “阿拉伯民族”认同，主张整个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乃至建

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该运动失败后，中东地区自７０年代开始，又出现了

伊斯兰复兴运动。既然民族认同难以落实，就转而强化宗教认同，强调伊斯兰统

一。该进程同样没能有效实施，但作为一种共同记忆和意识形态，伊斯兰认同根

植于很多穆斯林心中。只要外界出现风吹草动，就会拨动 “穆斯林团结”或跨

国 “圣战”这根敏感神经。所以，近几十年来，只要中东哪个地方出现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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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外部列强入侵，还是当地世俗政权出现统治危机，总会有人起来号召民

众，赶走外来侵略者或推翻当地统治者。这是导致中东出现跨国 “圣战”分子

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发展不平衡。从世界范围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下，世界

各国之间、各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伊斯兰

世界的经济边缘化情况最为明显。从经济水平看，根据２０１４年各国 ＧＤＰ排名，

除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勉强入选 Ｇ２０外，伊斯兰世界５７个国家中，位于２０至

５０名之间的有８个，５０名至１００名之间有１７个，１０１名至１７８名有１６个，伊斯

兰世界基本处于欠发达状态。从安全形势看，根据非营利组织 “经济与和平研

究所”发布的２０１４年全球和平指数 （ＧＰＩ）报告，在位列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大

国家中，有６个是伊斯兰国家 （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巴

基斯坦），而西亚、北非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区，是世界上动荡与冲突最严重的

地区。因此，相比于东方儒家文化圈和美欧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整体处

于十分困难的局面。

这种发展不平衡导致国家间、地区间以及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我们常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发展滞后很容易滋生极端情绪，导致国家动荡。国家一旦

动荡，又很容易成为极端分子蔓延的溃疡面。在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像阿富

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都是在政局动荡或政权垮台的过程中，各国极

端分子蜂拥而至，将这些国家作为复兴伊斯兰大业的 “孵化园”。

第三个原因是对西方挑战的应战。在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

界实力旗鼓相当，甚至一度处于主动地位。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土耳其

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都曾入侵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并一度令欧洲人谈伊斯兰色

变。然而，自近代以后，欧洲凭借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强大军事优势，在与

伊斯兰世界的对决中日趋占据压倒性优势。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挑战，伊斯兰世

界节节败退、处境被动。自近现代以来，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地区遭

受了更多外来干涉和霸权欺凌。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发动了五

场地区战争，即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利比亚战

争，其中四场战争在伊斯兰世界，三场战争直接针对阿拉伯核心国家。因此，相

比于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世界是危机感、焦虑感最明显的文化板块。面对来自

异域的严峻挑战，伊斯兰世界曾经奋起反抗，通过各种方式尝试实现复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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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尝试过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复兴、通过政治联合反对外来欺凌，但这些尝试

都不是很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中东的当权者帮助穆斯林实现复兴梦想、恢复昔日荣

光，根本是不可能的。中东国家的反抗主体日渐从国家下降到个人层面，也就是

通过人自为战，谋求在困境中突围。像本·拉登 （ＯｓａｍａＢｉｎＬａｄｅｎ）这种人，

不仅仅是外界常说的恐怖主义头目，他还有一整套改造和复兴伊斯兰世界的大胆

想法。他要对付的敌人，既包括中东的世俗政府这一 “近敌”，也包括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这些 “远敌” （拉登的设想是重点对付美国等 “远敌”），并在打

烂旧世界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类似古代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新

世界。

２０１４年异军突起的 “伊斯兰国”，相当于 “基地”组织的２０版。该组织不

同于 “基地”组织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恐袭做法，而是公开开疆拓土，

建立实体的 “伊斯兰国家”。按照 “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的设想，其最终是

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乃至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 “哈里发帝国”。可以

说，正是这种梦幻般的宏伟蓝图，激励着一代代跨国 “圣战”分子在伊斯兰地

区到处游走，寻找栖身地和突破点。

二　影响评估

那么，中东的跨国 “圣战”分子到底给中东政治变迁带来了什么影响？用

一句话评价，就是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跨国 “圣战”分子不可能给中

东伊斯兰国家真正带来什么正面效应和 “正能量”，相反，它们更多带来动荡和

灾难。

首先，它给中东相关国家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这是因为，跨国 “圣战”

分子的首要目标就是想方设法颠覆本国政府。在极端分子看来，中东的民族国家

体系本来就是非法的，世俗主义违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模式。因此，哪怕是像纳

赛尔 （ＧａｍａｌＡｂｄｅｌＮａｓｓｅｒ）这种深受民众支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他们也进行

批判乃至试图暗杀。为了打击本国政府，极端分子经常专门绑架乃至杀害外国游

客，以打击相关国家的旅游业。此外，极端分子还经常有意识地破坏石油管道设

施，同样是为了摧毁相关国家的经济命脉。换言之，这批力量完全变成了中东政

３３

笔谈：跨国人口流动与世界政治变迁



治的搅局者和颠覆者。２０１１年中东剧变后，随着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出现动荡，

这批跨国 “圣战”分子再次蜂拥而至，将原本祥和稳定的两个国家搅得沸反盈

天。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原本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富裕国家，但现在却四

分五裂，三个政府同时并存，大量民众无家可归，乃至流亡海外。叙利亚的巴沙

尔政府虽然没有被跨国 “圣战”分子推翻，但在这些极端分子搅局下，造成叙

利亚恐怖袭击频发，数十万人员伤亡，整个国家经济至少倒退三四十年。

其次，从国际上看，用恐怖主义手段反对霸权主义，最终不仅没有有效打击

对手，却招来了更大的报复。本·拉登领导的 “基地”组织，将伊斯兰世界遭

受的苦难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此，“基地”组织将美国相关目标

作为首要打击对象。他们发动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时，有个基本逻辑就是，

１９８２年极端分子在黎巴嫩用汽车炸弹炸死两百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结果美

国在压力下直接从黎巴嫩撤军。１９９３年，美国特种部队在索马里开展抓捕军阀

艾迪德 （ＭａｘａｍｅｄＦａａｒａｘＣａｙｄｉｉｄ）的行动，结果两架 “黑鹰”直升机被击落，

１９名美国士兵死亡，美国由此很快撤出索马里。所以，本·拉登等人想通过给

美国制造更大人员伤亡，迫使美国撤出中东。

但问题在于，“基地”组织是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怖袭击，并造成超过３０００

人死亡。美国报复心极强，且早有控制中东的想法，因此以 “９·１１”事件为借

口，加大了对中东的军事介入，并由此给中东伊斯兰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短

短数年内，美国先后在中东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这两场战争让美国软硬实力严

重受损，但中东国家受到的损害比美国大得多。伊拉克原本是中东和平绿洲，但

战争使伊拉克由治到乱，教派矛盾升温、恐怖袭击频发，平民大量伤亡，基础设

施严重被毁。某种程度上，伊拉克已经变成 “失败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在中

东推行 “民主改造”战略，扶植西式民主，结果因水土不服，造成更多问题。

由此观之，跨国 “圣战”分子在中东的四处活动，更多是作为搅局者存在。

他们没有给中东政治变化带来什么 “正能量”，反而给中东留下 “一地鸡毛”，

造成更多后患。

三　结论

中东跨国分子的出现，实际上是中东地区特定的宗教—历史背景、现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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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外来挑战合力作用的结果。这股力量是中东地区应对重重挑战的应激性反

应，也可以说是 “绝望中的反抗”。但必须指出的是，中东面临的困境更多是结

构性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结构性调整的办法解决，通过极端恐怖手段解决结构性

问题，是南辕北辙，只会适得其反。

西方学界关于自由迁移的争论述评

田方萌


　　什么是跨越国界的自由迁移？如果不用办理护照签证，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

个国家，也没有居住时限，人们就实现了自由迁移。美国的盖洛普调查公司最近

几年做过一项全球调查，问各个国家的居民是否想永久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如

果想的话是哪个国家。结果表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属于主要目的地，非

洲、中东、中亚基本上没人去，中国和印度在这之间。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有多少人想移民到发达国家，保守估计也有

两、三亿人。现实中有多少人能移民到这些国家呢？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每年经合

组织 （ＯＥＣＤ）成员国能吸纳的移民数量大约是四五百万人，这还包括了欧盟内

部的迁移数量，非ＯＥＣＤ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数量可能也就两三百万。也就是

说，今天想移民到发达国家的人，如果都能实现移民梦，排队得排一个世纪。对

于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渴望移民到发达国家的愿望和发达国家把他们拒之门外的

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西方学界不是没有人思考和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３条说

了两点，一是人们在各个国家内有居住迁移的自由，二是人人有权离开各个国

家，但是没有说人人有权进入其他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有一些西方学者

开始主张发达国家应该把门开得更大，让更多移民进来，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

“开放论者”。开放论者的论述在学理层面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至少是需要认

真对待的。他们呼吁建立一种移民体制，允许不同程度的自由迁移，但都要比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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